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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成年人抑郁的社会分化：
动态视角与交叉视角∗

秋丽雅　 李建新

提要：基于 ＨＡＰＣ⁃ＣＣＲＥＭ 模型，本文使用 ＣＦＰＳ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数据，从
动态视角和交叉视角分析了中国成年人抑郁的社会分化及其演变趋势。 研

究发现，成年人抑郁程度在教育、收入和性别上存在分化，且随着年龄增长

和时期发展不断扩大，在出生队列上出现“奇异值”和复杂变动。 成年人抑

郁程度在教育和性别交叉结构上存在分化，教育对女性抑郁程度的改善更

明显，但这种效应随着年龄增长逐渐减弱；从时期来看，抑郁程度的性别差

异在各教育组人群中保持稳定；从出生队列来看，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之

后出生的人群中，各教育组人群抑郁程度的性别差异持续存在。
关键词：抑郁　 年龄—时期—队列　 教育　 性别　 交叉

一、问题的提出

全球疾病负担报告显示，心理健康障碍逐渐成为影响人类健康预期寿命、导
致各国疾病负担的重要因素，而抑郁是最能体现上述挑战的情绪障碍（Ｈｅｒｒ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２）。 抑郁损害人的身心健康，甚至引发自残自杀。 在我国，２０１９ 年抑

郁总发病例为 ４１００ 万人，相比 １９９０ 年的 ３１３０ 万人，增长率超过 ３０％ 。 抑郁与

其他精神障碍一起，成为疾病所致伤残引起的健康寿命损失年的第二大因素

（Ｚｈｏ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 Ｒ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 但是，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中国精神卫生调查显

示，我国成人抑郁症患病率为 ６􀆰 ８％ ，其中仅有不到十分之一人获得治疗（Ｌ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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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了“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任务，强调新

时代对卫生健康事业的要求。 在此背景下，加强对抑郁影响因素的认识，明确其

社会相关风险因素及其变化，是识别抑郁易感人群、降低疾病负担、促进我国人

口健康预期寿命再提高的重要内容。
在社会科学视角下，探索抑郁的社会分化是研究焦点之一。 社会阶层、族

裔、性别是心理健康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分化标准（ＭｃＬｅｏｄ，２０１３）。 多数健康

不平等理论认为占据优势位置的人群心理状态更健康，但经验研究显示，心理健

康不平等的情况更复杂：第一，部分人群的心理健康差异体现在类型而非水平

上，比如相对男性而言，女性处于社会不利地位，但两性心理健康障碍主要表现

不同，女性多为抑郁、焦虑，男性多为酗酒等；族裔间的心理健康差异也存在类似

的现象（Ａｓｓａｒｉ，２０１７；Ｌ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 第二，心理健康不平等在生命历程中、不
同出生队列间、各个时期间可能存在差异（Ｍｉｒｏｗｓｋｙ，１９９６；Ｂｅｌｌ，２０１４；Ｍｙｈ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Ｚｈｕ ＆ Ｙｅ，２０２０）。 第三，心理健康不平等存在交叉机制，社会阶层、族裔、
性别的相互交叉构成资源获取优势与劣势的独特组合，塑造个体在社会中的特

殊位置，赋予个体不同的社会生活和心理困扰经历（Ｇｕ，２００６）。 但纵观既往研

究，心理健康领域的交叉视角仍有待关注和加强（Ａｓｓａｒｉ ＆ Ｃａｌｄｗｅｌｌ，２０１８）。 所

以，本文将围绕“抑郁”这一特定心理健康指标，从动态视角和交叉视角出发，分
析中国成年人抑郁的社会分化和演变趋势。

二、文献回顾

（一）心理健康不平等相关理论与视角

根本原因理论（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ｏｒｙ）强调社会经济地位等社会因素是

疾病的“根本原因”，决定着人们获取的资源，通过预防疾病和过早死亡来影响

健康。 缺乏相关资源的人群更可能暴露在有害环境中，且很难弥补不利环境对

健康的负面影响（Ｌｉｎｋ ＆ Ｐｈｅｌａｎ，１９９５）。 无论具体机制如何变化，资源更多的人

群都能从中不断获益，使得健康不平等持续存在。 社会经济地位也是心理健康

不平等最有力的预测因素，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总是和较低的抑郁程度相联系

（Ｌｉｎｋ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３；Ｋｅａｔｉｎｇ，２０１０）。
压力过程理论（ ｓｔｒｅｓ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进一步将抑郁和社会分化联系起来

（Ｐｅａｒｌｉ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８１；Ａｎｅｓｈｅｎｓｅｌ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１）。 社会经济地位、性别能够影响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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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如收入和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群会经历更多的经济压力和暴力威胁，而工

作—家庭角色冲突常见于女性、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中（Ｋｅｓｓｌｅｒ ＆ ＭｃＬｅｏｄ，
１９８４）。 优势人群还能够调动更多社会资源，拥有更多个体心理资源、更科学的

压力应对策略和技巧（Ｔｕｒｎｅｒ ＆ Ｔｕｒｎｅｒ，２０１３；梁樱，２０１３）。
性别是抑郁社会分化研究中另一个重要维度，是心理健康的关键决定因素，

而不仅是“控制变量”（Ａｓｓａｒｉ ＆ Ｃａｌｄｗｅｌｌ，２０１８）。 一方面，在结构化的性别不平等

视角下，性别影响着物质资源、社会支持等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和歧视、暴力等风

险在个体间的分布，女性更容易、更频繁地暴露在积累劣势中，更可能遭遇工作—
家庭的角色冲突（Ｈｏｍａｎ，２０１９）；虽然她们承担着多数家庭劳动和获得职业成果的

责任，却往往不是家庭内部和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决策者（Ｓｒｉｖａｓｔａｖａ ＆ Ａｎａｎｄ，
２０２０），导致女性心理健康的各项指标都差于男性。 另一方面，社会关系中的自我

地位认知和情感社会化功能会造成性别特定的障碍类型。 女性更多地前置他人利

益，男性则自我赋权更加强烈。 社会文化还会指定男性和女性 “适当”的行动方式

与表达规范，使女性通过内化情感问题（如抑郁）来表达痛苦，男性通过外化情感

问题（如滥用药物）来表达痛苦（Ｓｉｍｏｎ，２００２；Ｒｏｓｅｎｆｉｅｌｄ ＆ Ｓｍｉｔｈ，２０１０）。

（二）抑郁的社会分化的演变

生命历程（ｌｉｆｅ ｃｏｕｒｓｅ）视角强调早期生活经历对人生后期甚至终身状态的

影响（Ｅｌｄ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将时间因素带入抑郁的社会分化。 一方面，早期创伤会

持续损害心理健康（Ｒｏｓｓ ＆ Ｍｉｒｏｗｓｋｙ，１９９９）；另一方面，压力在人生中不断积累，
不同阶段的压力相互影响，增加其抑郁水平（Ｇｅｏｒｇｅ，２０１３）。 总之，随着生命周

期发展和社会角色变化，收入、就业、婚姻、子女、健康等诸多因素都可能带来压

力，在人的一生中不断积累，产生情绪困扰，诱发抑郁。 正如上文所述，社会经济

地位能够影响人的压力来源，也能限制应对压力的资源和能力，使得抑郁的社会

分化贯穿在生命历程中。 抑郁的社会分化如何随着年龄变化未有定论，存在扩

大（Ｂｅｌｌ，２０１４）、减小（Ｂｊｅｌｌａｎ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等不同发现，或是在不同的社会经济

地位指标上出现不同趋势（李建新、夏翠翠，２０１４）等结果。 抑郁的性别差异一

般随着年龄增长而扩大（Ｍｉｒｏｗｓｋｙ，１９９６）。 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受特殊事件影

响，不同出生队列拥有独特的生命历程（Ｒｉｌｅｙ，１９８７），且不同人生阶段人群的经

验和资源不同，同一特殊事件造成的影响也不同，表现出一种队列效应（埃尔

德，２００２：２３０）。 所以，对不同出生队列来说，造成抑郁的压力来源和应对特殊事

件的能力可能不同，抑郁的社会分化在出生队列上存在变化。 关于抑郁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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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如何随着出生队列变化的经验研究较少，本文将文献回顾范围从抑郁扩展

到健康，发现现有研究结论不一致。 有研究发现出生队列越晚，教育对健康的回

报越大（郑莉、曾旭晖，２０１８ａ）；但也有研究认为由于教育扩张，其健康回报在较

晚出生的队列中降低了（Ｚｈｕ ＆ Ｙｅ，２０２０）；有研究的结论更加复杂，认为在不同

的出生队列中，教育对健康的影响方向可能不同（郑莉、曾旭晖，２０１８ｂ）。 抑郁

的性别差异在年轻的出生队列中更小（Ｂａｃｉｇａｌｕｐｅ ＆ Ｍａｒｔｉｎ，２０２１）。 抑郁的社会

分化如何随着时期变化的研究结论也不一致，有研究认为不断增大（Ｍｙｈ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也有研究认为没有变化（Ｍｅｅｒｔｅｎ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 抑郁的性别差异在不同

时期一直稳定存在，没有明显的变化趋势（Ｍｅｌｃｈｉｏ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

（三）交叉视角下的抑郁分化

社会经济地位、性别构成的交叉结构让抑郁分化变得复杂，也让心理健康不

平等的讨论更深入。 从结构化的性别不平等视角出发，女性通过竞争性科层体

系进入精英阶层并获益（佟新、刘爱玉，２０１５），使其家庭资源和社会支持增多，
保护因素和风险因素上的分布劣势减少。 从社会关系中的自我地位认知和情感

社会化功能视角出发，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特别是高教育水平有助于女性质疑

和解构传统的性别观念，增强女性在家庭和公共领域扮演角色的议价能力，有效

平衡传统和现代社会的要求（Ｋａｍ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 经验研究发现，女性从家庭收

入、教育中获得的心理健康收益大于男性（Ｂａｃｉｇａｌｕｐｅ ＆ Ｍａｒｔｉｎ，２０２１）。 阿沙利

的研究（Ａｓｓａｒｉ，２０１７；Ａｓｓａｒｉ ＆ Ｃａｌｄｗｅｌｌ，２０１８）扩展到族裔和性别构成的交叉结

构，发现教育增加了黑人男性抑郁风险，较高的自我实现期望和系统性种族歧视

间的张力可能造成这一反直觉的结果，这意味着多重、相互关联的劣势会强化、
扭曲抑郁的社会分化。

抑郁的社会分化研究日益丰富，达成一些基本共识，但在下述讨论方面仍需

深化：第一，在时间的演变上，应分解年龄、时期、出生队列的净效应。 既往有关

抑郁的社会分化演变研究可能混杂了时间效应。 使用单期横截面数据研究抑郁

的社会分化如何随年龄变化暗含一种假设，即抑郁的社会分化在所有出生队列

中相同，但在经历社会革命和变革的中国，此假设由于混杂了年龄效应和出生队

列效应，所以很难成立（李婷、张闫龙，２０１４）。 利用多期横截面数据分析抑郁的

社会分化如何随时期变化也有类似的问题。 一般来说，研究样本由不同出生队

列构成，不同出生队列可能有不同年龄、时期效应，因此观察到的时期趋势是不

同出生队列趋势叠加的结果，会受样本的年龄结构影响而产生较大波动（Ｒｅｉｔｈｅｒ

３８１

论 文 中国成年人抑郁的社会分化：动态视角与交叉视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 如果发现某个出生队列的抑郁的社会分化随年龄而变化，这不完

全是年龄因素所致，还可能和时期效应有关，如因不同时期的公共卫生、医疗技

术状况变化所致（李婷，２０１５）。 第二，应进一步拓展交叉视角研究，分析抑郁在

社会经济地位和性别构成的交叉结构上如何分化与变化。 现有研究多关注社会

经济地位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如何随着性别或者族裔变化（Ａｓｓａｒｉ，２０１７；Ａｓｓａｒｉ ＆
Ｃａｌｄｗｅｌｌ，２０１８），或集中于社会经济地位对抑郁程度影响的时间效应（李建新、夏
翠翠，２０１４；Ｂｅｌｌ，２０１４；Ｆｒｅｃｈ ＆ Ｄａｍａｓｋｅ，２０１９），或分别讨论性别差异和时间效

应（Ｂａｃｉｇａｌｕｐｅ ＆ Ｍａｒｔｉｎ，２０２１），少有研究关注抑郁在社会分化因素构成的交叉

结构上如何随时间推移而变化，且存在未分解时间变量净效应的问题（Ａｓｓａｒｉ，
２０１７）。 因此，在交叉视角下，抑郁在社会经济地位和性别的交叉结构上如何分

化（下称交叉分化），这种交叉分化的演变趋势如何，上述问题尚待讨论，尤其是

将研究对象限定为中国成年人时，相关研究较少。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将使用分层 ＡＰＣ 交叉分类随机效应模型（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ＡＰＣ⁃Ｃｒｏｓｓ⁃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Ｒａｎｄｏｍ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Ｍｏｄｅｌｓ，ＨＡＰＣ⁃ＣＣＲＥＭ） 分析以下问题：第
一，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生队列的后延、时期的发展，中国成年人抑郁的社会分化

如何演变？ 第二，中国成年人抑郁在社会经济地位和性别构成的交叉结构上如

何分化？ 第三，上述交叉分化如何随时间推移而变化？

三、研究假设

（一）生命历程视角下的“积累优势”
“积累优势 ／劣势”理论（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ｔｈｅｏｒｙ）是指具有

某一特定特征的个体间差异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加的趋势（Ｄａｎｎｅｆｅｒ，２００３）。
按照该理论，结构性优势与资源、压力和创伤的互动过程不仅会贯穿人的一生，
而且会在生命历程中不断加强（Ｂｒａｃｋ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 随着年龄的增长，所有人

群都会积累压力，但是优势人群暴露在压力中的次数和时间更少，也更容易克服

负面经历影响，持续降低其抑郁程度，导致不同社会位置人群的抑郁程度不断分

化，差异不断累积。 由此提出：
假设 １􀆰 １：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人群间抑郁程度的差异

扩大。
假设 １􀆰 ２：随着年龄的增长，男性和女性抑郁程度的差异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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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根本原因理论、多重压力来源与特殊事件

基于根本原因理论，可推知医学知识和技术越发达，疾病和死亡就越受人类

控制，健康的社会塑造变得越强（Ｌｉｎｋ，２００８），社会的资源分配越不均衡，健康不

平等就越严重。 从时期角度看，近年来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医疗进步，但也有不断

增加的压力、风险和不公平感（史新杰等，２０１８），影响着每个年龄组和出生队

列，社会经济地位对中国成年人抑郁的分化更加明显。 由此提出：
假设 １􀆰 ３：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人群间抑郁程度的差异随着时期变化而扩大。
对不同出生队列来说，造成抑郁的压力来源可能不同。 基于压力过程理论，

压力来源是多重的，可以是突发事件、社会角色压力、日常生活烦恼、早期创伤，
等等。 综合以往研究（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７；Ｇｏｏｓｂｙ，２０１３；梁樱，２０１３），在社会

学视角下，社会压力来源可分为三类：物质条件（医疗卫生条件、生活水平等）、
教育与发展（教育机会、职业机会等）以及社会支持网络（家庭规模及其互动

等）。 在不同出生队列中，这三类压力来源的占比不同，还要考虑特殊事件的

影响。
新中国成立前出生的人群成长在物质极度匮乏时期，多数人从幼年起营养

不良、医疗卫生条件较差；其教育与发展的机会较少，文盲比例高，体力劳动者较

多，他们在成年阶段遭遇“文化大革命”，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作为中年人可能经

历下岗潮；但他们的家庭规模较大，家庭作为社会支持网络的功能较强。 此时，
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能够有效保证他们的物质生活和医疗条件，减轻失业的负

担，并享受世纪之交中国快速发展的红利。 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出生的人群物质

条件略有改善，童年逆境相对较少，但是在青少年时期受到文化大革命影响，并
可能经历“上山下乡”运动，教育发展和职业机会受到较大影响，家庭支持网络

依然较强。 此时，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依然是良好生活的保障，随着 ２１ 世纪初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贫富差异逐渐拉大，优势地位人群的心理健康回报更大。
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出生的人群中，家庭作为社会支持网络的功能依然较强，但需

考虑特殊事件的影响：一方面，良好的家庭条件能够增加“三年困难时期”出生

人群的生存机会和身心健康；另一方面，当时的知识分子家庭可能受到了冲击，
在这些家庭长大的孩子可能受教育水平更高，但他们在儿童、少年时期也遭遇更

多逆境，持续影响其心理健康。 所以，对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群来说，抑郁程

度的差异在 ６０ 年代初出生的人群中较大，在 ６０ 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一批人中较

小。 出生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的人群，其家庭规模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逐

渐变小，可能减弱了家庭作为社会支持网络的功能，增加了养老负担。 但随着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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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开放的推进，其发展机会普遍改善，占据优势地位不仅带来物质回报，而且带

来心理健康回报。 ２０ 世纪 ８０、９０ 年代出生的人群成长在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

全面发展的时期，２０ 世纪末开始的高等教育扩张让他们享有更多接受高等教育

的机会，市场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拓宽了这一代人自我实现的途径。 与此同时，
新中国成立以后对传统大家庭的改造、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一系列制度性改革使建

立在人民公社和单位体制基础上的福利与保障渐渐消失，更多的责任放在了个

人身上，计划生育政策下的家庭网络规模绝对缩小，支持能力相对减弱，导致他

们需要面对的结构性问题增加，但应对的能力和资源减弱（阎云翔，２０１６），与社

会经济地位相关的抗风险能力变得更加重要。 对这批人来说，抑郁在社会经济

地位上的分化变大。 在出生队列上，抑郁的社会经济地位分化不应表现为简单

的线性变化趋势，更可能表现为存在一些特殊的出生队列，其抑郁的社会经济地

位分化不同于相邻队列，我们将这种出生队列称为“奇异值”。 由此提出：
假设 １􀆰 ４：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人群间抑郁程度的差异存在“奇异值”。

（三）性别观念、劳动参与和传统回潮

新中国成立以来，两性在家庭和工作上的分工出现新变化。 一方面，传统性

别规范正在改变，中国女性性别平等观念增强，接受教育、事业发展和获得收入

的诉求增多，不再限于家庭劳动；另一方面，社会已经形成一套基于两性社会角

色和地位的制度与结构，在资源分配、角色期待等方面存在根深蒂固的影响，中
国女性仍然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面临更多的社会角色冲突和压力事件

（佟新、刘爱玉，２０１５）。 从时期角度看，传统性别规范再次回潮，特别是城镇男

性比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更加保守（刘爱玉，２０１９），女性劳动参与率不断下降（沈可

等，２０１２），从结构化性别不平等视角出发，这意味着女性在市场和家庭中的地位

下降，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和风险分布的性别不平等增强；从社会关系中的自我

地位认知和情感社会化功能视角出发，传统女性规范和典型男性气质重获合理

性，两性传统的压力应对方式被再次被巩固。 所以，抑郁程度的性别差异可能没

有缩小，而是在不同时期稳定在一定范围内。 由此提出：
假设 １􀆰 ５：男性和女性的抑郁程度差异在不同时期没有显著差异。
从出生队列角度看，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中国每一代 ２５ ～ ４９ 岁黄金劳

动年龄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不断下降，降速和持续性远超过男性（沈可等，２０１２；许
琪，２０２１），这可能与市场化改革后，女性就业保护变化有关（刘爱玉，２０１９）。 就

业市场中的性别差异逐渐拉大，加之多重角色冲突，部分女性不得不回归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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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新中国成立后女性接受的性别平等观念不一致，增加了个人和家庭的经济

风险。 年轻一代女性有了新的压力来源，抑郁的性别差异改善有限，至少不会出

现显著的减小趋势。 由此提出：
假设 １􀆰 ６：男性和女性的抑郁程度差异在不同出生队列中保持稳定。

（四）竞争、解构与托底作用

抑郁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性别分化较强，从交叉分化看，会出现强者愈强、弱
者愈弱的结果。 既往经验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对女性抑郁程度的改善更大，
即女性经济地位越高，与男性的抑郁程度差异越小（Ａｓｓａｒｉ，２０１７）。 但是当性别

规范改变不足时，这种差异会贯穿人们的一生。 结合上文对中国性别规范变化

的讨论，这里提出：
假设 ２􀆰 １：在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组人群中，抑郁程度的性别差异较小；
假设 ２􀆰 ２：随着年龄的增长，抑郁程度的性别差异在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组人

群始终最小。
近年来，医疗卫生行业的精细化、精神疾病的去污名化、心理健康知识的普

及给了女性正确认识抑郁和采取措施的可能。 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女性率先受

益，这些变化更为处于交叉结构最底层的低教育、低收入女性发挥了托底作用，
与出生队列较早的女性相比她们获得了相对更丰富的心理健康相关资源。 我们

假设时期越发展、出生队列越晚，防治抑郁的相关资源就越丰富和普惠，托底作

用越强，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组的抑郁性别差异越小。 由此提出：
假设 ２􀆰 ３：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组人群中，抑郁程度的性别差异随着时期变

化而减小；
假设 ２􀆰 ４：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组人群中，出生队列越晚，抑郁程度的性别

差异越小。

四、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ｈｉｎａ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ａｎｅ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ＣＦＰＳ）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 年数据，并通过三个维度筛选数据（年龄≥１６ 岁、不是在校学生、使用变量

无缺失值且取值在正常范围内），总观察样本数为 １２６０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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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量描述

因变量为抑郁程度，取值范围为 ２０ ～ ８０，分数越高，抑郁程度越高。 ＣＦＰＳ
数据使用流调中心抑郁量表（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ＣＥＳ⁃Ｄ）
测量抑郁程度。 因每轮调查的题目数量不完全一致，本文参照 ＣＦＰＳ 数据使用

的百分位数等化方法（吴琼等，２０１８），生成每期数据均可比的抑郁程度变量。
自变量：受教育程度、人均家庭收入、性别。 其中，受教育程度和人均家庭收入

用来测量社会经济地位状况。 受教育程度是定类变量，分类基于个体已经获得的受

教育年限，以 ２５％、７５％的分界点划分为低、中、高三组。 考虑到新中国教育事业快速

发展，各出生队列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差异较大，本文划分各出生队列的教育组时采用

了不同的标准，保证低、中、高受教育组在各队列中的意义一致。 １９５２ 年，《小学暂行

规程（草案）》和《中学暂行规程（草案）》正式颁布，全面规范了我国中小学教育教学。
１９７７ 年学校教育重新走上正轨，１９８２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提出“普及初

等义务教育”，２１ 世纪初我国高校大规模扩招（王家源，２０１９），此时高三的学生恰好

为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义务教育普及惠及的一批人。 上述时点是我国基础教育规范

化、法制化，高等教育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的标志，所以本文以 １９５２ 年、１９７７ 年、１９８２
年为节点，划分不同出生年份人群的受教育程度，临界值分别为 ０ 年和 ８ 年、５ 年和 ９
年、８ 年和 １２ 年、９ 年和 １５ 年。 家庭人均收入是定类变量，分为低、中、高收入组。 该

变量基于每轮数据中“与 ２０１０ 年保持可比的家庭人均收入”，①以 ２５％、７５％为分界

点划为三组。 将收入作为定类变量，一是为了清晰展示其与性别、年龄等的交互效

应，二是便于观察和解释收入的随机效应系数变化。
时间变量：年龄、出生队列、时期。 年龄是定距变量；出生队列是定类变量，

１９３８ 年以前出生的人群分为一组，１９９４ 以后出生的人群分为一组，１９３８—１９９４
年出生的人群每隔三年分为一组，较为细致的划分便于观察队列的变化，也有助

于观察特殊事件对出生队列的影响；时期是定类变量，分别为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

控制变量：性别、婚姻状态、所在地、健康水平、就业情况、经济地位认知一致

性。 对于经济地位认知一致性变量，考虑到收入的区域差异，使用 ＣＦＰＳ 问卷中

对“您给自己收入在本地的位置打几分”的回答与家庭人均收入的分组做比较，
得到主观评价与实际情况相符（认知一致）、主观评价低于实际情况（认知悲

观），以及主观评价高于实际情况（认知乐观）三个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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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描述了样本的基本情况。 样本中男性和女性占比各 ５０％ 。

　 表 １ 变量描述 Ｎ ＝ １２６０７５

变量 总体 男性 女性 变量 总体 男性 女性

因变量 　 １９８０—１９８２ 年 ４􀆰 ４３ ４􀆰 ４８ ４􀆰 ３８

抑郁程度 ３３􀆰 ４６ ３２􀆰 ６３ ３４􀆰 ３０ 　 １９８３—１９８５ 年 ４􀆰 ４３ ４􀆰 ４６ ４􀆰 ４０

自变量 　 １９８６—１９８８ 年 ５􀆰 ２６ ５􀆰 ２２ ５􀆰 ３０

受教育程度 　 １９８９—１９９１ 年 ４􀆰 ３４ ４􀆰 １４ ４􀆰 ５４

　 低教育 ２４􀆰 ７６ ３０􀆰 ４５ ４７􀆰 ９９ 　 １９９２—１９９４ 年 ２􀆰 ７０ ２􀆰 ７５ ２􀆰 ６６

　 中教育 ４９􀆰 ３５ ４８􀆰 １３ ３７􀆰 ２４ 　 １９９４ 年以后 １􀆰 ８５ １􀆰 ９４ １􀆰 ７５

　 高教育 ２５􀆰 ８９ ２１􀆰 ４１ １４􀆰 ７６ 时期

人均家庭收入 　 ２０１０ 年 １５􀆰 ８４ １５􀆰 ６３ １６􀆰 ０５

　 低收入 ２５􀆰 ０１ ２４􀆰 ７５ ２５􀆰 ２７ 　 ２０１２ 年 １８􀆰 ７５ １８􀆰 ８６ １８􀆰 ６４

　 中收入 ５０􀆰 ０８ ４９􀆰 ６４ ５０􀆰 ５２ 　 ２０１４ 年 １８􀆰 ２０ １８􀆰 ０４ １８􀆰 ３６

　 高收入 ２４􀆰 ９１ ２５􀆰 ６２ ２４􀆰 ２１ 　 ２０１６ 年 １８􀆰 ８９ １８􀆰 ９１ １８􀆰 ８７

时间变量 　 ２０１８ 年 １８􀆰 ２３ １８􀆰 ２８ １８􀆰 １７

年龄（岁） ４８􀆰 ００ ４８􀆰 ３０ ４７􀆰 ７２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０９ １０􀆰 ２８ ９􀆰 ９１

出生队列 控制变量

　 １９３８ 年以前 ２􀆰 ４８ ２􀆰 ５７ ２􀆰 ３８ 婚姻状态

　 １９３８—１９４０ 年 １􀆰 ６４ １􀆰 ８９ １􀆰 ３９ 　 未婚 ７􀆰 １６ ９􀆰 ３１ ５􀆰 ００

　 １９４１—１９４３ 年 ２􀆰 １４ ２􀆰 ４１ １􀆰 ８８ 　 已婚 ／ 同居 ８５􀆰 ８４ ８５􀆰 ４８ ８６􀆰 ２１

　 １９４４—１９４６ 年 ３􀆰 ３ ３􀆰 ３８ ３􀆰 ２２ 　 离婚 ／ 丧偶 ７􀆰 ００ ５􀆰 ２１ ８􀆰 ７９

　 １９４７—１９４９ 年 ４􀆰 ４１ ４􀆰 ７３ ４􀆰 ０８ 居住在城镇 ４７􀆰 ７０ ４７􀆰 ０４ ４８􀆰 ３６

　 １９５０—１９５２ 年 ５􀆰 ２６ ５􀆰 １６ ５􀆰 ３５ 就业情况

　 １９５３—１９５５ 年 ６􀆰 ７１ ６􀆰 ７４ ６􀆰 ６９ 　 在职 ７３􀆰 ９５ ８０􀆰 ４４ ６７􀆰 ４５

　 １９５６—１９５８ 年 ６􀆰 ０１ ６􀆰 ２ ５􀆰 ８３ 　 失业 １􀆰 ９２ ２􀆰 １０ １􀆰 ７５

　 １９５９—１９６１ 年 ４􀆰 ２３ ４􀆰 ２４ ４􀆰 ２２ 　 退出劳动力市场 ２４􀆰 １３ １７􀆰 ４６ ３０􀆰 ８０

　 １９６２—１９６４ 年 ８􀆰 ２３ ８􀆰 ０３ ８􀆰 ４４ 经济地位认知

　 １９６５—１９６７ 年 ７􀆰 ６８ ７􀆰 ４４ ７􀆰 ９１ 　 认知一致 ３７􀆰 １１ ３８􀆰 ３１ ３５􀆰 ９１

　 １９６８—１９７０ 年 ８􀆰 ０８ ７􀆰 ８０ ８􀆰 ３６ 　 认知悲观 ４４􀆰 ６５ ４３􀆰 ２８ ４６􀆰 ０２

　 １９７１—１９７３ 年 ６􀆰 ９９ ６􀆰 ９７ ７􀆰 ０２ 　 认知乐观 １８􀆰 ２４ １８􀆰 ４１ １８􀆰 ０８

　 １９７４—１９７６ 年 ５􀆰 １９ ４􀆰 ７９ ５􀆰 ５９ 两周内生病 ３０􀆰 １１ ２５􀆰 ４４ ３４􀆰 ７８

　 １９７７—１９７９ 年 ４􀆰 ６４ ４􀆰 ６５ ４􀆰 ６２

　 　 注：表格内为均值或百分比。

（三）模型方法

本文使用交叉分类随机效应模型（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ＡＰＣ⁃Ｃｒｏｓｓ⁃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Ｒａｎｄ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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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ｆｆｅｃｔｓ Ｍｏｄｅｌｓ，ＨＡＰＣ⁃ＣＣＲＥＭ）分解年龄、时期、出生队列的净效应，模型原理和

详细设置参见杨和兰德（Ｙａｎｇ ＆ Ｌａｎｄ，２０１３）。 这里以教育为例来说明分析策

略：第一步，建立基础模型，考察受教育程度对抑郁的影响；第二步，在基础模型

的第一层加入教育和年龄交互项，第二层加入教育的随机效应，分析抑郁的教育

分化如何在年龄、时期、出生队列上变动；第三步，在基础模型的第一层加入教育

与性别的交互项，分析抑郁在教育 × 性别的交叉结构上如何分化；第四步，在基

础模型中加入教育、性别及其交互项的时间效应，形式与第二步类似。 篇幅所

限，这里仅以教育 ×性别时间效应模型（第四步）为例：
Ｙｉｊｋ ＝ β０ｊｋ ＋ β１ Ａｉｊｋ ＋ β２ Ａ２

ｉｊｋ ＋ β３ Ｅ ｉｊｋ ＋ β４ Ｇ ｉｊｋ ＋ β５ Ｉｉｊｋ ＋ β６ Ｅ ｉｊｋＧ ｉｊｋ

＋ β７ ＡｉｊｋＥ ｉｊｋ ＋ β８Ａ２
ｉｊｋＥ ｉｊｋ ＋ β９ ＡｉｊｋＧ ｉｊｋ ＋ β１０Ａ２

ｉｊｋＧ ｉｊｋ ＋ β１１ Ａｉｊｋ Ｅ ｉｊｋＧ ｉｊｋ

＋ β１２Ａ２
ｉｊｋ Ｅ ｉｊｋＧ ｉｊｋ ＋ β１３ Ｃ ｉｊｋ ＋ ｅｉｊｋ，ｅｉｊｋ ～ Ｎ（０，δ２）

　 　 这是模型第一层，指数 ｉ ＝ １，２，…，ｎ ｊｋ表示嵌入在第 ｊ 个出生队列和第 ｋ 个

时期的个体；指数 ｊ ＝ １，…，ｎｃ表示出生队列。 指数 ｋ ＝ １，…，ｎｐ表示时期。 Ｙｉｊｋ表

示属于出生队列 ｊ 和时期 ｋ 的个体 ｉ 的抑郁程度；Ａｉｊｋ和Ａ２
ｉｊｋ是中心化处理后的年

龄和年龄二次项；Ｅ ｉｊｋ是教育变量，Ｇ ｉｊｋ是性别变量，Ｉｉｊｋ是收入变量；Ｅ ｉｊｋＧ ｉｊｋ是教育

和性别的交互项；ＡｉｊｋＥ ｉｊｋ是教育与年龄的交互项，为了更好地描述其变化，还加入

教育与年龄平方的交互项Ａ２
ｉｊｋＥ ｉｊｋ；ＡｉｊｋＧ ｉｊｋ、Ａ２

ｉｊｋＧ ｉｊｋ是性别和年龄、年龄平方的交互

项；ＡｉｊｋＥ ｉｊｋＧ ｉｊｋ和Ａ２
ｉｊｋＥ ｉｊｋＧ ｉｊｋ是教育与性别的交叉结构和年龄、年龄平方的交互项，

以说明抑郁在教育与性别的交叉结构上的分化如何随年龄变化；Ｃ ｉｊｋ是控制变

量；β０是截距，βｎ是个体层面的固定效应，ｅｉｊｋ是个体层面的随机误差项。

β０ｊｋ ＝ γ０ ＋ ｕ０ｊ ＋ ｖ０ｋ（１０），ｕ０ｊ ～ Ｎ（０，τ０ｕ），ｖ０ｋ ～ Ｎ（０，τ０ｖ）

　 　 这是模型第二层，ｕ０ｊ表示第 ｊ 个出生队列的效应，τ０ｕ为出生队列效应的总方

差，ｖ０ｋ表示第 ｋ 个时期的效应，τ０ｖ为时期效应的总方差。 如果这两个方差通过显

著性检验，说明时期和队列的随机效应存在。 为了测量抑郁的教育 × 性别交叉

结构分化如何随着时期、出生队列变化，额外加入第二层模型。 如果抑郁的教育

×性别交叉结构分化存在时期效应、出生队列效应，则τ６ｕ或τ６ｖ会通过显著性检

验，如未通过，则会被删除，以保持模型的简洁性。
教育效应：β３ｊｋ ＝ γ３ ＋ ｕ３ｊ ＋ ｖ３ｋ
性别效应：β４ｊｋ ＝ γ４ ＋ ｕ４ｊ ＋ ｖ４ｋ
教育 ×性别效应： β６ｊｋ ＝ γ６ ＋ ｕ６ｊ ＋ ｖ６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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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析结果

（一）抑郁程度社会分化的年龄效应

根据表 ２ 模型 １，较高的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人均收入、身为男性降低

了抑郁程度，与以往研究一致。 年龄对抑郁有着非线性影响，呈倒 Ｕ 型，顶点在

４９ 岁左右。 随机效应方差中出生队列、时期的截距项显著，这意味着不同出生

队列、不同时期人群的抑郁程度存在显著差异。 在城市居住、乐观的经济地位认

知显著降低抑郁程度；与未婚人群相比，有配偶或同居能够改善抑郁，但丧偶和

离婚对抑郁程度的负面影响更大，因此稳定的婚姻关系是心理健康的重要保护

因素；失业、健康较差、悲观的经济地位认知会显著提高抑郁程度，是典型的压力

来源。 模型 ２ 至模型 ４ 加入教育、收入、性别的时间效应，自变量的影响方向和

显著性基本没有变化，这意味着抑郁的社会分化仍然稳健。 年龄或者年龄平方

与教育、收入、性别的交互均显著。 如图 １ 所示，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同教育组人

群、不同收入组人群和两性间的抑郁程度差异不断扩大，假设 １􀆰 １ 和假设 １􀆰 ２ 成

立。 不过，中教育组人群与低教育组人群的抑郁程度差异从 ５５ 岁开始减小，这
也许是一种“门槛效应”。

　 表 ２ 对抑郁程度的 ＨＡＰＣ⁃ＣＣＲＥＭ 模型估计结果 Ｎ ＝ １２６０７５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固定效应 系数（标准误） 系数（标准误） 系数（标准误） 系数（标准误）

截距 ３６􀆰 ３５１∗∗∗（０􀆰 ２４１） ３６􀆰 ３３８∗∗∗（０􀆰 ３０３） ３６􀆰 １６９∗∗∗（０􀆰 ２８５） ３６􀆰 １８６∗∗∗（０􀆰 ２５７）
年龄 ０􀆰 ０１７（０􀆰 ０２８） ０􀆰 １３１∗（０􀆰 ０４４） 　 ０􀆰 ２６２∗∗∗（０􀆰 ０３９） ０􀆰 ０５４（０􀆰 ０４０） 　

年龄２ －０􀆰 １２１∗∗∗（０􀆰 ０１４） －０􀆰 １３９∗∗∗（０􀆰 ０２１） －０􀆰 １３８∗∗∗（０􀆰 ０２１） －０􀆰 ０９∗∗∗（０􀆰 ０１０）　
中教育（参照组为低教育） －０􀆰 ９７４∗∗∗（０􀆰 ０４８） －１􀆰 ２３５∗∗∗（０􀆰 ２７０） －１􀆰 ００１∗∗∗（０􀆰 ０４８） － ０􀆰 ９５５∗∗∗（０􀆰 ０４８）
高教育 －１􀆰 ３８２∗∗∗（０􀆰 ０６３） －１􀆰 ４９９∗∗∗（０􀆰 ２７６） －１􀆰 ３８８∗∗∗（０􀆰 ０６３） － １􀆰 ３５１∗∗∗（０􀆰 ０６４）
中收入（参照组为低收入） －１􀆰 ７５２∗∗∗（０􀆰 ０５９） －１􀆰 ７５６∗∗∗（０􀆰 ０５９） －１􀆰 ７１２∗∗∗（０􀆰 ２６５） － １􀆰 ７６５∗∗∗（０􀆰 ０５９）
高收入 －３􀆰 １９４∗∗∗（０􀆰 ０８０） －３􀆰 ２１２∗∗∗（０􀆰 ０８０） －３􀆰 ２９３∗∗∗（０􀆰 ２７２） － ３􀆰 ２２１∗∗∗（０􀆰 ０８０）
性别（参照组为女性） －０􀆰 ９５３∗∗∗（０􀆰 ０４２） －０􀆰 ８９２∗∗∗（０􀆰 ０４３） －０􀆰 ９４４∗∗∗（０􀆰 ０４２） － ０􀆰 ７３０∗∗∗（０􀆰 １１０）
年龄 × 中教育 － ０􀆰 １４０∗（０􀆰 ０５９）
年龄 × 高教育 －０􀆰 ４０２∗∗∗（０􀆰 ０６６）

年龄２ × 中教育 　 ０􀆰 ０９０∗∗∗（０􀆰 ０３０）

年龄２ × 高教育 ０􀆰 ０２６（０􀆰 ０３５）

年龄 × 中收入 －０􀆰 ２５６∗∗∗（０􀆰 ０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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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固定效应 系数（标准误） 系数（标准误） 系数（标准误） 系数（标准误）
年龄 × 高收入 －０􀆰 ５５７∗∗∗（０􀆰 ０４６）
年龄２ × 中收入 ０􀆰 ００２（０􀆰 ０２４）
年龄２ × 高收入 　 ０􀆰 ０６０∗（０􀆰 ０２６）
年龄 × 性别 － ０􀆰 ０８２（０􀆰 ０５４） 　
年龄２ × 性别 － ０􀆰 ０４９∗（０􀆰 ０２３）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随机效应方差

出生队列

截距 ０􀆰 ０３３∗（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１（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７∗（０􀆰 ０１６） ０􀆰 ０２２（０􀆰 ０１５）
教育 ０􀆰 ０８８∗∗（０􀆰 ０４３）
收入 ０􀆰 ０１９（０􀆰 ０１１）
性别 　 ０􀆰 ０７６∗∗（０􀆰 ０２７）
时期

截距 ０􀆰 ２４２∗（０􀆰 １５０） ０􀆰 ２４５（０􀆰 １９１） 　 ０􀆰 １８２（０􀆰 １５６） ０􀆰 ２１８（０􀆰 １５２）
教育 ０􀆰 １６２∗（０􀆰 ０７４）
收入 ０􀆰 １８３∗（０􀆰 ０８６）
性别 ０􀆰 ０４８（０􀆰 ０３４）
ＡＩＣ ８５５０３３ ８５４６６３ ８５４６２３ ８５４９５６
ＢＩＣ ８５５０２７ ８５４６５３ ８５４６１３ ８５４９４６

　 　 注： ∗ 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０１。

图 １　 抑郁程度的社会分化及其年龄变化

（二）抑郁程度社会分化的时期效应

表 ２ 模型 ２ ～ 模型 ４ 结果显示，随着时期的变化，各教育组人群 （Ｐ ＝
０􀆰 ０１５）、各收入组人群（Ｐ ＝ ０􀆰 ０１６）的抑郁程度差异发生变化。 如图 ２ 所示，从
２０１２ 年起，低教育组人群的抑郁程度均大于中、高教育组人群，且差异随着时期

的推移不断扩大。 不同收入组人群间的抑郁程度差异虽有一些波动，从整体上

看仍是放大趋势，假设 １􀆰 ３ 成立。 抑郁程度性别差异（Ｐ ＝ ０􀆰 ０７６）的时期变化在

统计上不显著，保持稳定，假设 １􀆰 ５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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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抑郁程度的社会分化及其时期变化

（三）抑郁程度社会分化的出生队列效应

表 ２ 模型 ２ 显示，不同教育组人群的抑郁程度差异在各出生队列中存在显

著变化（Ｐ ＝ ０􀆰 ００２）。 图 ３ 左上是不同教育组人群的出生队列效应估计值，不同

的出生队列对各教育组人群的抑郁程度影响有明显的差异。 对比高、低教育组

人群，在 ２０ 世纪 ４０—５０ 年代出生的人群中，高教育组人群的出生队列效应比低

教育组人群的小；在 ２０ 世纪 ６０—８０ 年代出生的人群中，低教育组人群的出生队

列效应比高教育组人群的小；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及以后出生的人群中，高教育组

人群的出生队列效应再次小于低教育组人群。 图 ３ 左下预测的抑郁程度直观地

展示了抑郁程度的教育分化如何随着出生队列变化。 在 １９５６—１９５８ 年及之前

出生的人群中，高、中教育组人群的抑郁程度明显低于低教育组人群，且差异有

扩大趋势。 在 １９５９—１９６１ 年出生的人群中，高、中教育组人群的抑郁程度基本

没有变化，但低教育组人群达到抑郁程度的最高值。 出生于 １９６２—１９６４ 年、
１９６５—１９６７ 年、１９６８—１９７０ 年的人群中，高教育组人群的抑郁程度不断提高，甚
至超过中教育组人群，与低教育组人群的差异也达到最小。 在“７０ 后”中，高教

育组人群的抑郁程度再次下降，和中教育组人群一致，与低教育组人群的差异再

次拉大。 在“８０ 后”“９０ 后”中，抑郁程度的教育差异再次放大，并呈增大趋势。
根据模型 ３，收入的出生队列随机效应方差不显著（Ｐ ＝ ０􀆰 ０６５），各收入组人群的

抑郁差异在不同出生队列中类似，即图 ３ 中上和中下的各三条线的波动不具有

显著性。 假设 １􀆰 ４ 在受教育程度上成立， “奇异值” 为 １９６５—１９６７ 年组和

１９６８—１９７０ 年组。 根据模型 ４，性别的出生队列随机效应方差显著 （ Ｐ ＝
０􀆰 ００２６）。 根据图 ３ 右上，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前出生的人群中，女性的出生队列

效应小于男性；出生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人群则是男性出生

列队效应比女性小；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后出生的人群中，女性的出生队列效应

小于男性。 根据图 ３ 右下，从预测的抑郁程度来看，在出生队列的变化上，抑郁

程度的性别差异存在扩大 － 缩小 － 再次扩大的趋势，差异在 １９６２—１９６４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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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５—１９６７ 年、 １９６８—１９７０ 年出生队列中达到最高值， 在 １９８６—１９８９ 年、
１９９２—１９９４ 年出生队列中再次放大，假设 １􀆰 ６ 不成立。

图 ３　 抑郁程度的社会分化及其出生队列变化

（四）交叉结构的影响及其变化

表 ３ 模型 ５ 和模型 ６ 显示，教育和性别的交叉结构对抑郁程度的影响显著。
从系数上看，抑郁程度的性别差异在低教育组人群中最大，在中教育组人群中次

之，在高教育组人群中最小；从收入上看，抑郁程度的性别差异在低收入组人群

和中收入人群中类似，在高收入组人群中最小。 假设 ２􀆰 １ 成立。
根据模型 ７ 和模型 ８，抑郁程度在教育和性别交叉结构上的分化会随着年

龄变化。 如图 ４ 所示，在中国成年人的生命历程中，抑郁程度的性别差异在低教

育组人群内较为稳定，在中教育组人群内有着先小后大的特点，分割点在 ４６ 岁

左右，在高教育组人群内则为增大趋势。 图 ４ 右下直观展现了各组人群的抑郁

程度的性别差异，与假设 ２􀆰 ２ 相符。 但到 ６３ 岁出现反转，中教育组人群抑郁程

度的性别差异超过低教育组人群。 在时期效应上，教育 × 性别（Ｐ ＝ ０􀆰 ４８８）和收

入 ×性别（Ｐ ＝ ０􀆰 ０７８）的交互效应都不显著，因此删去模型 ７ 和模型 ８ 中相应变

量以保持简洁。 这也说明，随着时期的变化，低社会经济地位组人群中抑郁程度

的性别差异保持稳定，没有减小，假设 ２􀆰 ３ 不成立。 在出生队列效应上，抑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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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和教育交叉结构上的分化会随着出生队列的变化而变化（Ｐ ＝ ０􀆰 ００６），但在

性别和收入交叉结构上没有发现类似的变化（Ｐ ＝ ０􀆰 ０８５），删去模型 ８ 中相应变

量。 根据图 ５，随着出生队列的变化，高教育组人群、中教育组人群的抑郁程度

性别差异一直小于低教育组人群。 图 ５ 右下是各教育组人群抑郁程度性别差异

的预测值，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到 ８０ 年代中期出生的各教育组人群中，抑郁程

度的性别差异较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６０ 年代出生的相应人群低。 对低教育组来

说，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以后出生的人群抑郁程度的性别差异没有继续下降，回
升至 ２０ 世纪 ５０、６０ 年代相应人群的差异水平，所以假设 ２􀆰 ４ 不成立。 中、高教

育组人群抑郁程度的性别差异未保持下降趋势，特别是 １９８６—１９８８ 年、１９８９—
１９９１ 年、１９９２—１９９４ 年三组，抑郁程度的性别差异均为上升趋势。

　 表 ３ ＳＥＳ∗性别交叉结构模型结果 Ｎ ＝ １２６０７５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模型 ８

固定效应 系数（标准误） 系数（标准误） 系数（标准误） 系数（标准误）
截距 ３６􀆰 ４６０∗∗∗（０􀆰 ２４２） ３６􀆰 ３７２∗∗∗（０􀆰 ２４３） ３６􀆰 ３５１∗∗∗（０􀆰 ３１９） ３６􀆰 ３３７∗∗∗（０􀆰 ３０２）
年龄 ０􀆰 ０１３（０􀆰 ０２８） 　 ０􀆰 ０１７（０􀆰 ０２８） 　 ０􀆰 １３５∗（０􀆰 ０５７） － ０􀆰 ０５５（０􀆰 ０４６） 　 　
年龄的平方 － ０􀆰 １２１∗∗∗（０􀆰 ０１４） － ０􀆰 １２∗∗∗（０􀆰 ０１４） ． － ０􀆰 １４１∗∗∗（０􀆰 ０２４） － ０􀆰 １０５∗∗∗（０􀆰 ０２６）
中教育组（参照组为低
教育组） － １􀆰 ０９４∗∗∗（０􀆰 ０６４） － ０􀆰 ９６９∗∗∗（０􀆰 ０４８） － １􀆰 ４６５∗∗∗（０􀆰 ２９２） － ０􀆰 ９８０∗∗∗（０􀆰 ０４８）

高教育组 － １􀆰 ６３３∗∗∗（０􀆰 ０８８） － １􀆰 ３７７∗∗∗（０􀆰 ０６３） － １􀆰 ７４４∗∗∗（０􀆰 ３０４） － １􀆰 ３５５∗∗∗（０􀆰 ０６４）
中收入组（参照组为低收
入组） － １􀆰 ７５３∗∗∗（０􀆰 ０５８） － １􀆰 ７４８∗∗∗（０􀆰 ０７６） － １􀆰 ７７２∗∗∗（０􀆰 ０５９） － １􀆰 ７２４∗∗∗（０􀆰 ２７３）

高收入组 － ３􀆰 １９１∗∗∗（０􀆰 ０７９） － ３􀆰 ２９９∗∗∗（０􀆰 ０９９） － ３􀆰 ２３４∗∗∗（０􀆰 ０８） ． － ３􀆰 ４４９∗∗∗（０􀆰 ２８２）
性别（参照组为女性） － １􀆰 １７５∗∗∗（０􀆰 ０６９） － １􀆰 ００２∗∗∗（０􀆰 ０８２） － ０􀆰 １０３∗∗∗（０􀆰 ２１７） － ０􀆰 ９０６∗∗（０􀆰 １９） ．
年龄 × 性别 － ０􀆰 ０１４（０􀆰 ００８） 　 ０􀆰 ２８２（０􀆰 ２８７）
年龄２ × 性别 ０􀆰 ０２３（０􀆰 ０１５） － ０􀆰 ０５４（０􀆰 ０３８） 　
性别 × 中教育组 　 ０􀆰 ３８８∗∗∗（０􀆰 ０６１） 　 ０􀆰 ４５２∗∗∗（０􀆰 ０８４）
性别 × 高教育组 　 ０􀆰 ５０２∗∗∗（０􀆰 ０７７） ０􀆰 ７５１∗∗（０􀆰 ２９３）
年龄 × 中等教育组 － ０􀆰 ０６２（０􀆰 ０７８） 　
年龄 × 高等教育组 － ０􀆰 ３７６∗∗∗（０􀆰 ０８９）
年龄２ × 中教育组 ０􀆰 １６８∗∗（０􀆰 ０４１）
年龄２ × 高教育组 ０􀆰 ０１７（０􀆰 ０５０） ．
年龄 × 中教育组 × 性别 － ０􀆰 １２２（０􀆰 ０９８） 　
年龄 × 高教育组 × 性别 － ０􀆰 ０８７∗（０􀆰 ０３７） ．
年龄２ ×中教育组 ×性别 － ０􀆰 １４５∗∗（０􀆰 ０５４） ．
年龄２ ×高教育组 ×性别 ０􀆰 ００３（０􀆰 ０５５） ．
性别 × 中收入组 － ０􀆰 １０９（０􀆰 １５８） 　 － ０􀆰 ０９８（０􀆰 １０５） 　
性别 × 高收入组 　 ０􀆰 ２３９∗∗∗（０􀆰 ０８２） ０􀆰 ２５１∗∗（０􀆰 ０８１）
年龄 × 中收入组 ０􀆰 ０９８（０􀆰 ０９４）
年龄 × 高收入组 － ０􀆰 ２０９（０􀆰 ２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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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模型 ８

固定效应 系数（标准误） 系数（标准误） 系数（标准误） 系数（标准误）
年龄２ × 中收入组 －０􀆰 ００４（０􀆰 ０３１）　
年龄２ × 高收入组 　 ０􀆰 ０７０∗（０􀆰 ０３４）
年龄 × 中收入组 × 性别 － ０􀆰 ３５９（０􀆰 ３６７） 　
年龄 × 高收入组 × 性别 ０􀆰 ３４５（０􀆰 ３５６）
年龄２ × 中收入组 × 性别 ０􀆰 ０１３（０􀆰 ０３９）
年龄２ × 高收入组 × 性别 － ０􀆰 ０２（０􀆰 ０４４）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随机效应方差
出生队列
截距 ０􀆰 ０３４∗（０􀆰 ０１５） ０􀆰 ０３３∗（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７（０􀆰 ０２７） ０􀆰 ０１６（０􀆰 ０１５）
教育 ０􀆰 ０３７（０􀆰 ０３０）
收入 ０􀆰 ０１８∗（０􀆰 ０１２）
性别 ０􀆰 ０３０（０􀆰 ０３０） ０􀆰 ０７３∗∗（０􀆰 ０２８）
性别 × 教育 ０􀆰 １０３∗∗（０􀆰 ０４１）
时期
截距 　 ０􀆰 ２４２∗（０􀆰 １５１） ０􀆰 ２４２∗（０􀆰 １５０） ０􀆰 ２２４（０􀆰 １９３） ０􀆰 １６１（０􀆰 １６１）
教育 ０􀆰 １６１∗（０􀆰 ０７５）
收入 ０􀆰 １８３∗（０􀆰 ０８６）
性别 ０􀆰 ０４０（０􀆰 ０３０） ０􀆰 ０４７（０􀆰 ０３３）
ＡＩＣ ８５５０１８ ８５５０３３ ８５４５６３ ８５４５４４
ＢＩＣ ８５５０１２ ８５５０２７ ８５４５４９ ８５４５３２

　 　 注： ∗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０１。

图 ４　 不同教育组人群抑郁程度的性别差异及其年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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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不同教育组人群抑郁程度的性别差异及其出生队列变化

六、结论与讨论

抑郁给个人、家庭、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未被充分认识的负面效应，且尚未得

到足够的政策关注和资源支持，特别是 ２０２０ 年新冠疫情的大流行加剧了健康不

平等，对许多人的心理健康产生了负面影响（Ｈｅｒｒｍ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２）。 本文基于中

国情境，在物质财富积累、观念逐步趋于现代化但社会压力和结构性风险增强、
女性平等观念普及但传统性别规范逐渐回潮、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的背景下，使
用交叉分类随机效应模型讨论了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中国成年人抑郁的社会分化。
研究主要有以下结论：第一，抑郁的教育、收入、性别存在显著分化，并随着年龄

的增长、时期的发展而不断扩大；第二，抑郁的教育分化在出生队列上存在“奇
异值”，抑郁的性别分化在出生队列上有着扩大－缩小－再扩大的趋势；第三，抑
郁在性别和教育构成的交叉结构上存在分化，教育对女性抑郁的改善更加明显，
但这种效应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弱；第四，在低教育组人群中，抑郁程度的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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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在不同时期持续、稳定存在，并未减弱，对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以后出生的

人口来说，各教育组人群抑郁程度的性别差异未得到持续改善。
本文为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研究中“积累优势 ／劣势”理论提供了新的证

据，该理论对中国成人生命历程中的抑郁变化具有解释力；抑郁的教育、收入分

化会随时期的变化而不断发散。 这意味着过去 １０ 年间，占据优势社会地位对中

国成年人抑郁的影响愈发重要，也验证了根本原因理论对中国成年人健康研究

的适用性，从侧面说明了为弱势人群提供心理援助资源有助于弥合日趋增大的

健康不平等，但从根本上讲，降低社会不平等程度更加重要。 任何出生队列都存

在抑郁的教育分化，但 ２０ 世纪 ６０、７０ 年代出生队列的特殊变化证明特殊事件对

抑郁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所处的生命阶段，这意味着生命历程理论在

心理健康领域也具有较高的解释力；抑郁的教育分化在出生队列上的复杂变动

提醒研究者应谨慎对待放大、缩小等简单线性趋势结论。
本文再次验证了教育是健康的“元机制”（Ｍｉｒｏｗｓｋｙ ＆ Ｒｏｓｓ，２００３）。 本文发

现一种“门槛效应”，人们只有跨过高教育的“门槛”，教育对其心理健康的保护

才能超越老年阶段普遍出现的压力来源，克服生理因素、年龄歧视、社会支持和

参与减少等不利影响。 “元机制”存在性别差异，教育对女性心理健康的影响随

着年龄增长而减弱，这可能是受健康状况的影响。 女性存在长寿但不健康的特

性，在相对更长的寿命中，生活不能自理的时间比男性更长，越到高龄，这种性别

差异就越明显（李建新、李毅，２００９），使得生理因素对女性老人，特别是高龄女

性老人心理健康的影响更加重要。 另外，女性老人对代际支持的依赖性高于男

性老人（Ｃｏｒｎｗｅｌｌ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男性老人对年龄歧视更加敏感 （ Ｌｙｏｎ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更需要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来平衡歧视和身份变动的影响。 总的来说，
随着年龄的增长，教育对女性抑郁的影响不再像中青年时那么重要，让位于生理

因素和社会支持。
抑郁的性别差异从未消失。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以后出生的人群中，抑

郁的性别差异也未得到持续改善，这可能是观念和实践的错位导致的。 性别

平等观念的普及让年轻女性有了较高的自我实现期望，但劳动力市场中系统

性的性别歧视并未消失，如果将女性劳动参与率视为一种指标，性别歧视对年

轻女性的影响甚至更强了。 这种张力使得女性与男性的抑郁程度差异持续存

在。 这提醒我们，传统性别规范的回潮和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歧视既削弱了

女性的就业与发展，也影响了她们的健康，无论她们位于劳动力市场分层中的

哪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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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比如劣势群体中体弱老人更容易死亡，无法进入调

查样本，导致本文可能低估老年阶段抑郁程度的社会分化。 本研究使用数据的

时间跨度仅 １０ 年，可能未捕捉到部分重大事件的发生，这或许是多数时期效应

不显著的原因之一，未来研究应继续积累数据，关注时期效应。 ＨＡＰＣ 模型存在

争议，例如先验假设下模型和数据实际的生成过程不一定相符、可能低估出生队

列效应、合并出生队列的做法暗含组内效应一致的假设（Ｂｅｌｌ ＆ Ｊｏｎｅｓ，２０１４；许琪

等，２０２２），等等。 但实际上每一种 ＡＰＣ 方法的具体解法都内涵强假设，且难以

被证实。 无论是 ＨＡＰＣ 模型的先验设置、ＡＰＣ⁃Ｉ 对主时间效应的选择，或是基于

边界分析方法中对部分效应方向的预先设定，这些模型估算出的效应都是在某

种约束条件下的无偏估计。 因此，一方面，本文在使用 ＨＡＰＣ 模型时特别注意其

出生组效应是否存在；另一方面，本文的出生队列分组基于理论和中国情景，具
有较坚实的基础。 此外，本文认为重新划分队列、比较不同模型结果不是一种可

靠的方法，不只因为模型结果可能都是错的（许琪等，２０２２），更是因为不同分组

的理论或现实基础不同。 所以，本文结论存在适用范围，即限于本研究设定的出

生队列分组；本文出生队列分组具有合理性，但仅限于分析中国成年人抑郁程

度，不能任意扩展到如自评健康、ＡＤＬ 等指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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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Ｎｕｒｔｕｒｅ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 Ｉｎ Ｄａｎｉｅｌ Ｐ􀆰 Ｋｅａｔｉｎｇ （ ｅｄ． ），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Ｎｕｒｔｕｒｅ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Ｋｅｓｓｌｅｒ， Ｒｏｎａｌｄ Ｃ􀆰 ＆ Ｊａｎｅ Ｄ􀆰 ＭｃＬｅｏｄ １９８４， “Ｓｅｘ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Ｕｎ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ｅ Ｌｉｆｅ Ｅｖｅｎｔｓ􀆰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４９􀆰

Ｌｉｎｋ， Ｂｒｕｃｅ Ｇ􀆰 ２００８，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Ｈｅａｌｔｈ􀆰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４９（４） ．

Ｌｉｎｋ， Ｂｒｕｃｅ Ｇ􀆰 ＆ Ｊｏ Ｐｈｅｌａｎ １９９５，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Ｄｉｓｅａｓｅ􀆰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Ｅｘｔｒａ Ｉｓｓｕｅ） ．

Ｌｉｎｋ， Ｂｒｕｃｅ Ｇ．， Ｍａｒｙ Ｃｌａｒｅ Ｌｅｎｎｏｎ ＆ Ｂｒｕｃｅ Ｐ􀆰 Ｄｏｈｒｅｎｗｅｎｄ １９９３，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９８（６） ．

Ｌｕ， Ｊ．， Ｘ􀆰 Ｘｕ， Ｙ􀆰 Ｈｕａｎｇ， Ｔ􀆰 Ｌｉ， Ｃ􀆰 Ｍａ， Ｇ􀆰 Ｘｕ， Ｈ􀆰 Ｙ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 Ｌａｎｃｅｔ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 ８（１１） ．

Ｌｙｏｎｓ，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Ｂｅａｔｒｉｃｅ Ａｌｂａ， Ｗｅｎｄｙ Ｈｅｙｗｏｏｄ， Ｂｉａｎｃａ Ｆｉｌｅｂｏｒｎ， Ｖｉｃｔｏｒ Ｍｉｎｉｃｈｉｅｌｌｏ， 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Ｂａｒｒｅｔｔ，

Ｓｈａｒｒｏｎ Ｈｉｎｃｈｌｉｆｆ， Ｓｕｅ Ｍａｌｔａ ＆ Ｂｒｉｏｎｙ Ｄｏｗ ２０１８，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Ａｇｅ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Ｏｌｄｅｒ

Ａｄｕｌｔｓ􀆰 ” Ａｇｉｎｇ ＆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２２（１１） ．

ＭｃＬｅｏｄ， Ｊａｎｅ Ｄ􀆰 ２０１３，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 Ｉｎ Ｃａｒｏｌ Ｓ􀆰 Ａｎｅｓｈｅｎｓｅｌ， Ｊｏ Ｃ􀆰 Ｐｈｅｌａｎ ＆ Ａｌｅｘ

Ｂｉｅｒｍａｎ（ｅｄｓ􀆰 ），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 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Ｍｅｅｒｔｅｎｓ， Ｖｉｖｉａｎ， Ｐｅｅｒ Ｓｃｈｅｅｐｅｒｓ ＆ Ｂｅｒｔ Ｔａｘ ２００３，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１９７５ － １９９６：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Ｇｅ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ｖｅｒ Ｔｉｍｅ􀆰 ”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 Ｉｌｌｎｅｓｓ ２５（２）．

Ｍｅｌｃｈｉｏｒ， Ｍａｒｉａ， Ｊｅａｎ⁃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Ｃｈａｓｔａｎｇ， Ａｎｎｅｔｔｅ Ｌｅｃｌｅｒｃ， Ｃｅｌｉｎｅ Ｒｉｂｅｔ ＆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 Ｒｏｕｉｌｌｏｎ ２０１０， “ Ｌｏｗ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ｃｅ：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ａｚｅｌ Ｃｏｈｏｒｔ Ｓｔｕｄｙ􀆰 ”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７７（１ － ２）．

Ｍｉｒｏｗｓｋｙ， Ｊｏｈｎ １９９６， “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ｅｎｄｅｒ Ｇａｐ ｉｎ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３７（４） ．

Ｍｉｒｏｗｓｋｙ， Ｊｏｈｎ ＆ 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Ｅ􀆰 Ｒｏｓｓ ２００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Ｍｙｈｒ， Ａｒｎｈｉｌｄ， Ｋｉｒｓｔｉ Ｓ􀆰 Ａｎｔｈｕｎ， Ｍｏｎｉｃａ Ｌｉｌｌｅｆｊｅｌｌ ＆ Ｅｒｉｋ Ｒ􀆰 Ｓｕｎｄ ２０２０，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Ｎｏｒｗｅｇｉａ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４ ｔｏ ２０１８： Ａ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 ”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ｉ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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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ａｒｌｉｎ， Ｌｅｏｎａｒｄ Ｉ．， Ｍｏｒｔｏｎ Ａ􀆰 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Ｇ􀆰 Ｍｅｎａｇｈａｎ ＆ Ｊｏｓｅｐｈ Ｔ􀆰 Ｍｕｌｌａｎ １９８１， “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２２（４） ．

Ｒｅｉｔｈｅｒ， Ｅｒｉｃ Ｎ．， Ｓ􀆰 Ｊａｙ Ｏｌｓｈａｎｓｋｙ ＆ Ｙａｎｇ Ｙａｎｇ ２０１１， “Ｎｅｗ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Ｍｏｒ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ｎｄ Ｅａｒｌｉｅｒ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Ａｈｅａｄ ｆｏｒ Ｔｏｄａｙ􀆳ｓ Ｙｏｕｎｇｅ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ｆｆａｉｒｓ ３０（８） ．

Ｒｅｎ， Ｘｉｎｗｅｎ， Ｓｈｉｃｈｅｎｇ Ｙｕ， Ｗｅｎｌａｎ Ｄｏｎｇ， Ｐｅｎｇ Ｙｉｎ， Ｘｉａｏｈｕｉ Ｘｕ ＆ Ｍａｉｇｅｎｇ Ｚｈｏｕ ２０２０， “Ｂｕｒｄｅｎ ｏｆ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９０ －２０１７：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Ｂｕｒｄｅｎ ｏｆ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２０１７􀆰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 ２６８．

Ｒｉｌｅｙ， Ｍａｔｉｌｄａ Ｗｈｉｔｅ １９８７， “Ｏｎ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Ａｇｅ ｉ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５２（１）．

Ｒｏｓｅｎｆｉｅｌｄ， Ｓａｒａｈ ＆ Ｄｅｎａ Ｓｍｉｔｈ ２０１０， “ Ｇ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Ｄｏ Ｍｅｎ ａｎｄ Ｗｏｍｅｎ Ｈａｖ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ｍｏｕｎｔｓ ｏｒ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Ｔｅｒｅｓａ Ｌ􀆰 Ｓｃｈｅｉｄ ＆ Ｔｏｎｙ Ｎ􀆰 Ｂｒｏｗｎ（ｅｄｓ􀆰 ）， Ａ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 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Ｒｏｓｓ， 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 Ｊｏｈｎ Ｍｉｒｏｗｓｋｙ １９９９， “ 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Ｄｉｖｏｒｃｅ， Ｌｉｆｅ⁃Ｃｏｕｒｓｅ 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ｄｕｌｔ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 ６１􀆰

Ｓｉｍｏｎ， Ｒｏｂｉｎ Ｗ􀆰 ２００２， “ Ｒｅｖｉｓ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ａｍｏｎｇ Ｇｅｎｄｅｒ， Ｍａｒｉｔ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１０７（４） ．

Ｓｒｉｖａｓｔａｖａ， Ｎｉｌｉｍａ ＆ Ｍｅｅｎｕ Ａｎａｎｄ ２０２０，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Ｇ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 Ｍｅｅｎｕ Ａｎａｎｄ（ｅｄ􀆰 ），

Ｇ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Ｔｕｒｎｅｒ， Ｊ􀆰 Ｂｌａｋｅ ＆ Ｒ􀆰 Ｊａｙ Ｔｕｒｎｅｒ ２０１３，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 Ｉｎ Ｃａｒｏｌ Ｓ􀆰

Ａｎｅｓｈｅｎｓｅｌ， Ｊｏ Ｃ􀆰 Ｐｈｅｌａｎ ＆ Ａｌｅｘ Ｂｉｅｒｍａｎ（ｅｄｓ􀆰 ），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Ｙａｎｇ， Ｙａｎｇ ＆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Ｃ􀆰 Ｌａｎｄ ２０１３， Ａｇｅ⁃Ｐｅｒｉｏｄ⁃Ｃｏｈｏｒ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Ｎｅｗ Ｍｏｄｅｌ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Ｂｏｃｏ Ｒａｔｏｎ： ＣＲＣ Ｐｒｅｓｓ􀆰

Ｚｈｏｕ， Ｍａｉｇｅｎｇ， Ｈａｉｄｏｎｇ Ｗａｎｇ， Ｘｉｎｙｉｎｇ Ｚｅｎｇ， Ｐｅｎｇ Ｙｉｎ， Ｊｕｎ Ｚｈｕ， Ｗａｎｑｉｎｇ Ｃｈｅｎ， Ｘｉａｏｈｏｎｇ Ｌ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Ｍｏｒｂｉｄ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１９９０ － ２０１７：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Ｂｕｒｄｅｎ ｏｆ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２０１７􀆰 ” Ｔｈｅ Ｌａｎｃｅｔ ３９４（１０２０４） ．

Ｚｈｕ， Ｂ􀆰 ＆ Ｙ􀆰 Ｙｅ ２０２０， “ Ｇｅｎｄｅｒ 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ｉｎ Ｓｅｌｆ⁃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ｃｒｏｓｓ Ｂｉｒｔｈ

Ｃｏｈｏｒ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ＢＭＣ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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